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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持续低迷的人口出生率，为了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突出现状和中国劳动力人口优势逐渐消失

的趋势，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21年国家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将“全

面二孩”政策调整为“放开三孩”政策生育政策。虽然国家逐步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但实际上愿意生

育三个孩子的育龄夫妇仍占少数。文章旨在通过对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

分析，探讨育龄人群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其三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有：受教育程度越

高，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越低，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可能更倾向于专注于事业发展或者享受自由的生

活方式；所在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越多，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越强，家庭拥有房产数量与生育意愿之间

的关系涉及到经济稳定、生活质量和家庭规划等因素。主要建议有：制定相应的人性化的鼓励生育政策

并对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进行再宣传；出台婴幼儿托育的相关政策措施并搭建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

加强三孩生育及其配套政策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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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a persistently low birth rate, and in order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prominent status 
quo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trend of China’s labour force demographic advantage 
gradually disappearing, further optimize the fertility policy and promote the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pulation, the State will further optimize the fertility policy in 2021 by 
adjusting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to a “liberalized three-child” policy. In 2021, the 
State will further optimise its fertility policy, adjusting the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to a “li-
beralised three-child” policy. Although the state is gradually liberalising and encouraging childbear-
ing, the number of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who are willing to have three children is still in the 
minority.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sonal characte-
ristics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ldbearing age group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have three 
children through regression analyses of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the 2021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the lower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three children of the childbearing age group, those with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may be 
more inclined to focus on career advancement or enjoy a lifestyle of freedom; the higher the 
number of properties owned by the family, the higher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three children of the 
childbearing age gro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properties owned by a household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is related to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stability, quality of life and family plan-
ning. The main recommendations are: to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humane policies to encourage 
childbearing and re-promote them to the group with high education level; to introduce releva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on infant and childcare and build a multi-level housing supply 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of three-child childbearing and its supporting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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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多年以来，独生子女政策的严格执行有效地调控了我国人口增长的速度，缓和了人口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矛盾关系。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生育水平越来越低、老龄人口比重过高、人口结构比例失调、劳动

力日渐萎缩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迫在眉睫，而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三

低”现象日益突出[1]。“人口红利”消失、生育意愿遇冷、对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将构成巨大挑战[2]。
到目前为止，国家多次调整生育政策，生育限制一放再放，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

面二孩”政策。2021 年国家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将“全面二孩”政策调整为“放开三孩”政策，以保

障人口结构的持续健康稳定。尽管政策限制一放再放，全国出生人口增加率依旧不显著，甚至呈现降低

的趋势。根据 2021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2020 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3，已经处于极低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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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水平。 
生育意愿关系到国家人口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行为直接影响到国家生育水平的高低，而生育的取舍

又受到生育意愿的极大影响[3]。目前，我国新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居民生育意愿薄弱，人们的生育积

极性不高。为改善现有人口结构，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进一步发挥三孩政策对提高生育率的作用，需

要对影响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研究，以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帮助实现生育政策调整的预

期目标。本文用全国性调查数据 CGSS2021，在统计居民生育意愿现状的基础上，探究社会经济地位和

社会保障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本研究预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国内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为我国生育

政策的调整、生育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完善提供实证依据。这对促进生育友好社会环境的构建、缓和

严峻的人口形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生育意愿 

关于生育意愿，尚没有统一的说法，我国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顾宝昌认为生育作为一种社会

现象，同时兼有数量、时间和性别三个特征，即生育的“三维性”[4]。周福林也认为生育意愿应包含意

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时间和意愿生育性别三个方面[5]。穆光宗等学者认为生育意愿应该包含两个层面：

一个是生育偏好层面，包括数量、时间和性别；另一个是生育动机层面[6]。梁如彦认为生育意愿主要包

括人们生育目的或动机、人们对生育数量的看法及人们有关子女性别的看法三个方面[7]。袁日华从是否

生育、生育时间、生育数量和子女性别偏好四个角度研究生育意愿[8]。庄渝霞认为生育意愿应该从意愿

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时间、意愿生育性别，生育质量和生育动机五个维度进行研究[9]。 

2.2. 个体特征与生育意愿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女性与男性一同接受教育，走向社会，参与社会经济生活，

促进个人发展及自我价值的实现，因而一些女性不愿意因为放弃现有职位或者晋升机会而选择生育。而

男性在进行生育决策时则很少需要考量是否会丧失工作和晋升等机会，因而男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要比女

性高。祝宏辉与陈贵红的研究发现受传统家庭分工的影响，女性是生育、抚养孩子以及家务劳动的主要

承担者，因此导致女性的生育意愿偏低[10]。 
研究假设 1：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受到性别的显著影响。 
在过去生育水平高的时期，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会提高人们的决策自主性，以及帮助人们了解现代的

避孕措施，从而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而在当前的低生育水平时期，教育也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人们的

生育意愿。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人们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其生育观念。美国经济学家 Becker 认为当收

入提高时，消费者对商品数量的需求会转向对商品质量的追求。因此，如果将孩子视为消费品，那么父

母在进行家庭生育选择时可能会选择生育数量更少而质量更优的孩子[11]。 
研究假设 2：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受到受教育程度的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 3：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受到个人收入水平的显著影响。 
户籍反映育龄人群成长环境的城乡差异。农村地区在经济发展及开放程度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的地

位导致农村育龄人群生育观念仍较为传统，依然受“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亦或“重男轻女”等传统

生育观念的影响[12]，而城市地区的生育观念更为现代化。由于中国存在城乡二元化，因此生育意愿也存

在城乡差别[13]。 
研究假设 4：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受到户籍因素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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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家庭特征与生育意愿 

Leibenstein 分析了家庭收入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他认为如果将孩子视为消费品，家庭收入的增加，

会引起孩子成本的增加，但是孩子的边际效用会下降，因此家庭意愿生育的孩子个数会减少[14]。Becker
也认为随着家庭收入的提升，父母在进行家庭生育选择时可能会选择生育数量更少而质量更优的孩子。 

研究假设 5：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受到家庭收入的显著影响。 
从家庭资产角度，有研究指出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房价指数平均上涨 1%，

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 0.45% [15]，房价上涨会显著降低城镇在婚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家庭房产价值

每增加 10 万美元，家庭中生育一个孩子的机率提高了 16%~18% [16]；对于没有房产或者仅有 1 处房产

的家庭来说，因住房负担增加，他们会放弃生育二孩[17]。可见，家庭财富中的房产拥有量有可能影响育

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 
研究假设 6：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受到家庭拥有房产数量的显著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21 年的居民

调查问卷。2021 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在全国范围内共完成有效样本 8148 份；发布的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CGSS) 2021 年度数据里共包含 700 个变量。CGSS 2021 调查问卷的主要部分如下：第一部分是

核心模块，主要包含社会人口属性、住房、健康、迁移、生活方式、社会态度、阶层认同、劳动力市场、

社会保障、家庭等内容。第二部分是主题模块，主要分为新冠疫情综合影响、婚恋与生育意愿、工作与

职业三大模块内容。第三部分是附加模块，主要包含东亚社会调查(EASS)健康模块、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ISSP)健康模块、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环境模块三大模块内容。 
由于本文要探讨的是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所以本文选取年龄在 20~49 岁之间的育龄男性和女

性为研究对象。根据数据分析所选择变量，采取个案剔除法，删除“不知道”“不适用”“拒绝回答”

“无所谓”以及变量值有遗漏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1362 份。 

3.2. 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因变量是三孩生育意愿，测量该变量对应的问卷中的题项为“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

个孩子”。本文将三孩生育意愿设置为二分类变量：认为选择只生育两个孩子或两个以下的被访者没有

三孩生育意愿，将其合并编码为 0；认为选择希望生三个及以上孩子的被访者有三孩生育意愿，将其合

并编码为 1。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通过这两方面来探究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个体特征通

过性别、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以及户籍四方面进行测量家庭特征通过家庭收入以及所在家庭拥有房产

数量两方面进行测量。将性别、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户籍、家庭收入以及所在家庭拥有房产数量分

别记为 x1、x2……xk。 

3.3. 分析方法 

本文将因变量定为“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此因变量分为“意愿及不意愿”，为二分变量。因

此，本研究选择利用 Stata14.0 进行 Logistic 二元回归模型来作为本文的分析模型，探究各因素对三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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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意愿是否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之后，对实证分析结果进行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回归模型方程式为： 
0 1 1 2 2( 1 ) p pLog p p X X Xβ β β β ε− = + + + + +  

其中，p 表示有育龄人口愿意生育三孩的概率，1 − p 为育龄人口不愿意生育三孩的概率，X 为自变量，

Xp 表示第 P 个自变量， 0β 表示回归系数， 1 2, , , pβ β β 表示 Y 对应于 1 2, , , pX X X 的偏回归系数， ε 表

示误差项。利用 Stata14.0 进行统计分析。 

4. 实证分析 

4.1. 基本描述性统计 

在构建回归模型之前，本文首先针对所有变量展开描述性统计，详细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able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willingness to have three children 
表 1. 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三孩生育意愿的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三孩生育意愿 1362 0.0910 0.2878 0 1 

性别 1362 0.5154 0.4950 0 1 

受教育程度 1362 6.7628 3.4520 1 13 

个人收入 1362 10.9531 1.0144 6.2146 16.0193 

户籍 1362 0.3686 0.4826 0 1 

家庭收入 1362 11.4085 1.0198 6.9078 16.1181 

家庭拥有房产数量 1362 1.2240 0.7337 1 20 

 
由上表可以发现，在全部受访居民样本中，三孩生育意愿的均值是 0.091，即有三孩生育意愿的人群

占了 9.1%，说明我国大部分居民的三孩生育意愿较低。 
在个人特征方面，男性占比 51.54%，女性占比 48.46%；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均值为 6.7628，处于高

中水平阶段，这说明我国大部分居民教育程度还是偏低的；个人年收入对数的均值为 10.9531；在受访居

民的户口类型中，有 63.14%的群体是农业户口，36.86%的人是非农户口。 
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年收入对数的均值 11.4085，整体收入水平偏高；家庭房产数量均值为 1.2240，

说明大部分家庭都至少拥有一套房产，某种程度上减小了购房对于家庭经济的压力。 

4.2. 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对三孩生育意愿影响的回归分析 

为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先运用 stata14.0 统计软件对所有

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 VIF 为 1.73，小于 5，表明所有变量自检不存在

多重共线性，也不会影响回归模型的准确性。二元回归结果详见表 2，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拥有房产数量

对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性别、个人收入、户籍和家庭收入对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

响均不显著。可见，假设 2、假设 6 检验结果均显著，两者假设成立。假设 1、假设 3、假设 4、假设 5
检验结果均不显著，四者假设不成立。 

4.2.1. 受教育程度与三孩生育意愿 
受教育程度越高，三孩生育意愿越低。从表 2 回归结果来看，核心自变量“受教育程度”对于三孩

生育意愿在 5%的显著水平上呈负向影响，P 值小于 0.05，说明效果较为明显，模型拟合度较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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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ree-child fertility intention 
表 2. 三孩生育意愿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检验 显著性 发生比 

性别 0.2502 0.2246 1.1100 0.2650 1.2842 

受教育程度 −0.1042 0.0391 −2.6600 0.0080 0.9010 

个人收入 −0.0496 0.1568 −0.3200 0.7520 0.9516 

户籍 −0.3291 0.2499 −1.3200 0.1880 0.7196 

家庭收入 0.2805 0.1564 1.7900 0.0730 1.3239 

家庭拥有房产数量 0.2239 0.1124 1.9900 0.0460 1.2510 

常数项 −4.6730 1.3139 −3.5600 0.0000 0.0093 

Cox & Snell R Square：0.0298；预测正确率：67.88%。 

 
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显著影响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且影响为负向，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育龄人群

的三孩生育意愿越弱。受教育程度与三孩生育意愿的发生比为 0.9010，表明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

三孩生育意愿的发生比将减少大约 0.9010 倍，假设 2 成立。当居民受教育程度提升之后，有利于改善其

收入水平，从而增加风险防控能力，另一方面当受教育程度越高，价值观就越自由，观念越开放，看问

题的视角也就越多元化[18]，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被淡化，因此会减弱三孩生育意愿。

尤其是女性群体，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我提升和职业发展中，从而降低生育意愿。 

4.2.2. 家庭拥有房产数量与三孩生育意愿 
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越多，三孩生育意愿越强。从表 2 回归结果来看，核心自变量“家庭拥有房产数

量”对于生育意愿在 5%的显著水平上呈正向影响，P 值小于 0.05，说明效果较为明显，模型拟合度较好

说明家庭拥有房产数量与其三孩生育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房产数量越多，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

意愿越强。房产数量多的育龄人群生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高达为 1.2510，表明拥有房产数量多的居民生

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比房产数量少的居民高 25.10%，假设 6 成立。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通常具有更强的

经济基础。因为房产不仅可以提供居住的物理空间，还可能成为家庭增加收入的手段。因此，这样的家

庭可能会感到生育更多孩子的经济压力较小。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英国的调查显示，住房成本会影响到

无房年轻人推迟生育计划。对于有房族，房价上涨会让他们觉得财富增加，有能力生养更多孩子。 

5. 结论与建议 

目前我国已步入经济新常态，人口红利正在锐减，间接折射出了独生子女政策所衍生的不合理的人

口结构布局，三孩政策旨在扭转老龄化与少子化的人口新常态，促进社会、经济与人口协调发展。因此，

如何引导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实现政策效率并维持生育秩序的稳定成为当前亟待解决

的重要命题。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 2021 年 CGSS 全国截面数据，以 20~49 岁全国育龄男性和

女性为分析对象，探讨了性别、教育、个人收入、户籍、家庭收入和家庭拥有房产数量等对育龄人群三

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育龄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房产拥有量对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可能更倾向于专注于事业发展或者享受自由的生活方式，家庭拥有房产数量与生育

意愿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经济稳定、生活质量和家庭规划等因素。 
针对我国当前低生育率的现状，基于前文对三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将从以下三个方面给出

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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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随着我国教育资源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大大推迟了婚育时间。

因此，一方面，政府可以结合不同区域生育特点，制定相应的人性化的鼓励生育政策。例如，设置留职

带薪、留职津贴，延长夫妻双方的产假时间等方式，鼓励高学历群体早生早育二胎甚至三胎。另一方面，

应该对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进行再宣传，使其树立正确的三孩生育观。例如，可以通过单位或社区宣传

到人、宣传到户，在宣传方式上，要灵活运用多种渠道，分地区分人群开展相应的宣传，引导树立正确

的育儿观、生育观。 
第二，抚育孩子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教育水平较高和收入较高的家庭生育孩子的机会

成本更大，故而其三孩生育意愿较低。因此，一方面，政府可以出台婴幼儿照护或托管的相关政策，帮

助家庭分担子女抚育成本，缓解家庭成员在工作与养育子女之间的时间和精力的紧张配置，进而提高家

庭的生育意愿。在鼓励生育的同时，要从构建普惠性托幼体系和均衡教育体系出发，从而减轻家庭的日

常支出和教育支出的负担。另一方面，随着房价的日益上涨，大多数育龄人群都存在购房压力和还房贷

的压力，政府可以搭建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多渠道满足身在大城市的已婚年轻夫妇的住房需求，以

便于为育龄人群提供良好的生育环境。 
第三，面对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偏低的现状，政府需要转变之前的宣传策略，鼓励育龄人群进行

三孩生育。首先，政府应做好对三孩及其配套政策的宣传。这需要政府部门建立健全宣传体系，通过科

学合理的政策宣传，在全国上下营造良好的三孩生育氛围。针对青年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偏低的现状，在

充分宣导三孩政策的同时，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平台对其辅助政策进行宣传，让年轻一代认识到生育三孩

的好处，并通过对三孩生育配套政策的宣传，打消年轻一代三孩生育的后顾之忧。此外，政府还应该考

虑到三孩孕产妇生育存在更大的并发症风险，因此还需要完善产前教育体系，加强对孕产妇、准妈妈们

的医疗知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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